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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元素地球化学不仅在古生态和古气候等领域

得到广泛应用，而且还是风化作用和物源判别的重

要手段，随着现代分析测试技术的进步和分析精度
的提高，元素地球化学指标在沉积岩物源分析中的
作用日益显著。元素地球化学指标主要分为主量元
素、微量元素和稀土元素三大类。 针对不同的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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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素和同位素地球化学方法除了常用于研究古气候、古生态和沉积环境，现也广泛应用于化学风化和物源研究。 虽然

分析风化和物源的方法有多种，但就原理及其应用条件等来说，元素和同位素地球化学方法具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 因此，

本文总结了主量元素（Al、Na、Fe、K、Si 和 Fe 等）、微量和稀土元素（La、Th、Zr 和 Sc 等），以及同位素（235U、238U、204Pb、206Pb、
147Sm 和 144Nd 等）方法在化学风化和物源判别中的运用指标及其所代表的意义。结果显示，由于影响沉积物化学成分的因素

较多，不同指标指示的意义可能会有所不同。 因此，沉积物的化学风化程度和物源判别需要根据沉积物实际的化学组成成分

具体分析，通过多种指标参数、判别图解和同位素定年的综合研究和相互验证才能得到更加直观和明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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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ement and isotopic geochemistry method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studies of paleoclimate, pa-
leoecology and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Meanwhile, these methods are also widely used in estimating chemi-
cal weathering intensity as well as in analyzing provenance. In this study, we summarized the principles of
major elements (Al, Na, Fe, K, Si, Fe, etc.), trace and rare earth elements (La, Th, Zr, Sc, etc.), and isotopic
dating (235U, 238U, 204Pb, 206Pb, 147Sm, 144Nd, etc.) methods in revealing chemical weathering and proven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due to the large number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sediments, the sig-
nificance of different indicators may be different. Therefore, the degree of chemical weathering of sediments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provenances need to be specifically analyzed depends on the actual chemical compo-
sition of the sediments. By th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and mutual verification of multiple index parameters,
discrimination diagrams and isotopic dating, the clear and intuitive conclusions could be ob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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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不同元素的指标具有不同的指示意义。 除此
之外，同位素定年在物源判别中的应用在近些年来
也越来越广泛，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碎屑沉积岩的化学成分是不同变量经过复杂

的相互作用得出的结果，包括了源岩的性质、源区
的风化、分选、沉积和成岩作用等。 因此，沉积岩的
化学成分不仅能反映源区特征，同时还可以反映其
形成时的气候条件等 [1-3]。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已经
大量地使用元素指标、判别图解和同位素定年方法
来开展沉积物源的相关研究工作，但是有些学者对
主量元素的指示结果存在一定质疑，相对来说对微
量和稀土元素的指示作用的认可和信任度更高 [4-5]。
另外，由于不同指标的指示意义和应用范围并不完
全相同， 因此需要根据研究对象选择多个指标，并
结合其他沉积信息进行综合验证。 因此，本文总结
了相关研究应用中的多种指标和判别图解，以供大
家选择和参考。

2主量元素

2.1风化与分选作用
众所周知，矿物和沉积物的化学组成变化与气

候息息相关。而沉积物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会遭受不
同程度的沉积前和沉积后的化学风化作用，且化学
风化作用会强有力地影响硅质碎屑沉积物的矿物

学特性和主要元素的成分[6-7]。 因此，岩石的化学组
成可以提供与源区风化条件和运输过程中的再循

环作用有关的重要信息。
源岩的化学风化程度会受到源岩的组成成分、

风化作用的持续时间、气候条件和源区构造上升速
度的影响[8]。在上地壳，大约有 75%的不稳定物质是
由长石和火山玻璃组成的。这些物质最终会引起粘
土矿物的形成[9]。而在化学风化作用期间，Ca、Na 和
K 元素会大量从中移除，因此，这些存在于土壤剖
面和沉积物中的主量元素含量成为判别化学风化

强度的敏感指标[10]。 少数风化指标需要通过大量稳
定和不稳定的氧化物（Na2O、 CaO、 K2O 和 Al2O3）的
含量来计算。 已知的风化指标有： 化学蚀变指数
（CIA：chemical index of alteration）[9]、成分变异指数
（ICV：index of compositional variability） [10]、 斜长石
蚀变指数 （PIA：plagioclase index of alteration）[9]、化
学风化指数 （CIW：chemical index of weathering）[13]

和 A-CN-K（Al2O3-CaO*+Na2O-K2O）三角图等[11]。
Wedepohl 估计上地壳约含有 21%（体积分数）

的石英、41%的斜长石和 21%的钾长石。 由于石英
的稳定性极高，几乎不发生化学溶解作用，所以在
上地壳遭受化学风化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
长石矿物的分解和伴随而来的粘土矿物的形成。随
着 Na、K、Ca 等碱金属元素在化学风化过程中以离
子形式随地表流体逐渐流失，Al2O3 在风化产物中

所占的摩尔分数越来越大。据此，Nesbitt和 Young[11]

提出了化学蚀变指数（CIA），用于定量研究碎屑岩
物源区岩石的化学风化程度， 其表达式为：CIA= n
（Al2O3）/[n（Al2O3）+ n（CaO*）+ n（Na2O）+ n（K2O）]×
100 （CaO* 指的是 CaO 仅仅存在于硅酸盐中的数
量[9]，n 指摩尔分数）。

表 1 总结了一些常见矿物和岩石的 CIA 值[14]，
未经化学风化的沉积岩的 CIA 值接近长石矿物的
CIA 值（50），而化学风化作用彻底的沉积岩的 CIA
值接近高岭石的 CIA 值（100）。 CIA 值越大反映了
不稳定阳离子相对于稳定的残留成分的优先移除

越彻底，表明岩石经受的化学风化程度越严重。 该
指数监测着斜长石和钾长石向粘土矿物的逐渐变

化，且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主要就是因为长石是上
地壳的主要矿物。 但是，当存在 K 的交代作用时，
因为 K 的富集会导致 CIA 值变小， 同时粘土矿物
的丰度也是影响 CIA 指标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在
运用该指标时需要特别注意[14-15]。另外，根据表 1 列
出的一些岩石的 CIA 值可以看出沉积岩的 CIA 值
与物源区的气候有一定的关系，干冷气候下的沉积
物 CIA 值较低， 而湿热气候下的沉积物的 CIA 值
较高，这反映了不同气候条件下的化学风化作用程
度不同[16]。

基于上述钾的 “问题”，Harnois 提出了一种新
的风化指数—化学风化指数 [13]（CIW）， 其公式为
CIW=[n （Al2O3）/（n （Al2O3）+n （CaO*）+n （Na2O））] ×
100 （CaO* 指的是 CaO 仅仅存在于硅酸盐中的数
量，n 指摩尔分数），值越高表明样品受到的化学风
化作用越强。 它与 CIA 相同，只是它从等式中消除
了 K2O。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简单的转换并不能解
释所研究材料中与钾长石有关的 Al。 因为这种方
法利用的是总 Al 量，而未校正钾长石中的 Al，所以
最后计算的 CIW 值是有误导性的。 当利用该公式
计算含钾长石丰富的岩石时，不论是否存在化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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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作用，都会产生非常高的值。随后 Fedo 等人利用
未风化的钾质花岗岩和新鲜的钾长石进行验证 [9]，
发现它们的 CIW值分别为 80 和 100， 与残留的化
学风化产物的值相似。 很显然，使用 CIW 计算来量
化与富含 Al 岩石的化学风化强度是不合适的。 所
以当需要监测单独的斜长石风化时，可以使用斜长
石蚀变指数（PIA）来评估，表达式为 PIA= [n（Al2O3）
-n（K2O）]/[n（Al2O3）+ n（CaO*）+ n（Na2O）-n（K2O）]×
100[17]。 PIA的方程修改于 CIA方程，其值反映的是
在源区风化作用、河流运输、沉积和成岩作用过程
中斜长石的破坏强度。值越高表示源区的风化程度
越强，反之越弱。

除此之外，还有结果发现，上述提及的变异指
数针对钙含量波动较大的样品并不能得出合理的

结果。 因此， 为了避免 CaO 对结果造成的误导，
Cullers将 CaO从公式中移除[18]，重新定义了化学风
化指数公式来计算 CaO 含量高的样品的化学风化
程度。 计算公式为：CIW’=[n（Al2O3）/（n（Al2O3）+n
（Na2O））]×100（n 指摩尔分数），其值的变化范围是
从 50（未风化沉积物）到 100（强风化沉积物）。

氧化物的比例可以用来表征样品之间的差异。
粘土矿物和非粘土硅酸盐矿物的区别是氧化铝的

比例截然不同。 因此，根据这一原理提出的成分变
异指数（ICV）成为判别沉积物再沉积作用的良好指

标， 其表达式为：ICV = [n （Fe2O3）+ n （K2O*）+ n
（Na2O）+ n（CaO*）+ n（MgO）+ n（MnO）+ n（TiO2）]/n
（Al2O3）（其中 n（CaO*）是指硅酸盐中的 n（CaO），n
（K2O*）为校正后的 n（K2O），即初始的 n（K2O），n 指
摩尔分数）[12]）。公式中 SiO2被排除可以消除石英稀

释的问题。随着风化进程，长石转化为含铝粘土，从
而使得 ICV 的值降低。 因此，ICV 的值可以用于描
述源岩的类型和评估岩石或者矿物成分的成熟度
[15,18]。 非粘土类的硅酸盐矿物相对于粘土矿物具有
更低的 Al2O3含量，因而 ICV 值更高（表 2）。含有大
量非粘土类硅酸盐矿物的低成分成熟度的细碎屑

岩的 ICV 值大于 1。 相反，含有大量粘土矿物的高
成分成熟度的细碎屑岩的 ICV 值小于 1 [12]。 此外，
ICV 值大于 1 还可以代表构造活动带的首次沉积
和具有丰富的相对未风化的碎屑矿物；ICV 值小于
1 通常代表克拉通非活动性环境下的沉积，有时也
可能是强化学风化条件下的首次沉积 [18]。 如 Arm-
strong-Altrin 等利用该方法对墨西哥南部 Man-
zanillo 和 El Carrizal 的沙滩区的沙子进行 ICV 计
算，MN（1.12±0.12）和 CAR（1.23±0.16）的 ICV 值表
明其风化程度较低， 并且可能源于高峻地形源区
[19]； 屈李华等研究的北羌塘康鲁组沉积岩样品的
ICV（0.74-2.54）反映了绝大数碎屑岩样品来源于不
成熟的物质源区， 少量样品含有较多的粘土矿物，
遭受强烈的风化作用[20]。

在上述公式中提及的 n（CaO*）在现阶段研究
中已被更正 [19,21]，更多地是统一按照以下方式进行
换算：如果 n（CaO）＜n（Na2O），n（CaO）近似等于 n
（CaO*）；如果 n（CaO）＞n（Na2O），则 n（CaO*）假设
等于 n（Na2O）。

相对于简单的主量元素指标来说，许多学者更

表1 部分矿物和岩石的CIA值[14]

Table 1 CIA values of the some minerals and rocks[14]

矿物 /岩石 CIA值

钠长石
钙长石
钾长石
白云母
伊利石
蒙脱石
绿泥石
高岭石

平均上地壳
更新世冰渍石（基质）

更新世冰川粘土（冰水沉积）
黄土

平均页岩
亚马逊泥岩
残留黏土

50
50
50
75

75-85
75-85
100
100
50

50-55
60-65
65-70
70-75
80-90
85-100

表2 不同硅酸盐矿物的ICV值[12]

Table 2 ICV values of the different silicate minerals[12]

矿物 /岩石 CIA值

高岭石
蒙脱石

白云母、伊利石
斜长石
碱性长石
黑云母

辉石、角闪石

0.03-0.05
0.15-0.3

0.3
0.6

0.8-1
8

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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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结合 A-CN-K 三角图来评估沉积物的化学风
化趋势[15-16,22-23]。 而且，CIA 值和 A-CN-K 三角图的
相结合可以更有效地评估碎屑沉积物的化学风化、
运输、成岩、变质作用和源区组成。 特别是，如果大
范围的页岩和共存砂岩的组成成分可被绘制出来，
则平均源岩的组成成分和交代作用就可以通过

CIA值和 A-CN-K 的组成空间推断出来。
根据元素的活动性，风化作用的总体过程可分

为早期去 Na、Ca 阶段， 中期去 K 阶段和晚期去 Si
阶段 [24]。 风化的早期阶段是以斜长石的风化为标
志，进行了脱 Na、Ca 的过程，风化产物以伊利石、
蒙脱石和高岭石为特征，风化趋势线平行于 A-CN
连线并指向 A（如图 1）。 根据该图，黑色虚线箭头
表示不同火成岩的风化趋势。蓝色实线箭头代表实
验研究区展金组的沉积岩风化趋势线。展金组样品
主要落在长石连接线的左侧，且其风化特征包括斜
长石分解成粘土矿物，和总体风化趋势与 A-CN 侧
平行，从而表明风化过程对岩石成分的影响大于成
岩作用和变质作用[25]。

当风化趋势线平行于 A-K 连线， 表明风化作

用进入以钾长石和伊利石风化为标志的中级阶段，
进行脱 K 化过程，风化剖面中斜长石全部消失。 以
图 2 为例，中西部地中海阿尔卑斯山脉的中生代砂
岩成分沿 A-CN-K 图的 A-K 连接线，在白云母、伊
利石和钾长石之间散落和聚集，表明埋藏过程中成
岩作用的 K 富集 [15]。 一般来说，钾富集可能与 2∶1
富钾粘土矿物的新形成有关，或与富含钾的沉积后
流体的存在有关。 在这些情况下，体系中的 K 富集
都会导致 CIA 值突然下降， 因此应谨慎使用 CIA
指标。

在风化作用的晚期阶段中， 风化产物以高岭
石—三水铝石—石英—铁氧化物组合为特征 [26]，落
于 A 点附近，进行脱 Si 过程。 在理想状态下，沉积
物的风化作用是沿着平行于 A-CN 或者 A-K 的方
向进行，若沉积物的趋势线与理想风化趋势线产生
偏离， 且偏离越大则说明交代作用越强烈（如图1
所示）。 Velasco-Tapia 等利用圣费利佩火山灰层样
品在 A-CN-K 三角图中显示出风化趋势 [27]（见图 1
红色实线箭头），其组分向着 Al2O3顶点移动，代表
与火山有关的斜长石和钾长石分解期间溶液中碱

图1 A-CN-K示例图：蓝色圆点代表展金组沉积岩（修改自[25]），蓝色实线箭头代表展金组样品的风化趋势；五角星代表圣费

利佩火山灰层样品（修改自[27]），红色实线箭头代表了圣费利佩火山灰层样品的风化趋势，黑色实线箭头代表了圣费利佩

火山灰层样品的K交代作用；黑色虚线箭头表示不同火成岩的风化趋势.

Fig.1. An example graph of A-CN-K. The blue dots represent the Zhanjin Formation sedimentary rocks (modified from [25]), and

blue solid arrows represent the weathering trends of the Zhanjin Formation samples. Pentagrams represent the San Felipe altered

ash-layers samples (modified from [27]), and red solid arrows represent the weathering trend of the samples of the San Felipe

volcanic ash, and black solid arrows represent the K metasomatism of the San Felipe volcanic ash samples, and black dotted

arrows represent the weathering trends of different igneous r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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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Ca的去除， 并且风化趋势偏差可能与成岩作用
或 K-交代作用有关（见图 1 黑色实线箭头）。 钾的
交代作用主要表现为：一种是高岭石通过与孔隙水
中的 K+反应生成伊利石，外来的 K+加入其中。 另一
种是原沉积物中的 Na+、Ca2+被流体带来的 K+所替

代， 这两种交代作用都会使得样品趋势偏离理想风
化趋势线。 通过大量沉积物的三角图对比发现钾的
交代作用是普遍存在的，典型地包括高岭石（残留风
化产物）通过与 K+孔隙水反应向伊利石转化[28]。
2.2物源

许多研究者已经证明，硅质沉积岩的化学成分
与其源区有关，这一原理已被用来表征所研究的沉
积岩的组分主要来自其源岩。 在前人的研究中，已
经提出了几种基于主量元素的数量关系和判别图

来推断沉积岩的物源。
Al2O3和 TiO2具有较强的陆源性指示意义，尤

其是当其为火成岩时[29-30]。 经过 Hayashi 等证明，砂
岩和泥岩中的 Al2O3/TiO2的比值与其母岩的该比值

几乎一致[31]。 在正常的火成岩中，Al 元素主要存在
于长石，相对稳定，不易迁移。 而 Ti 元素存在于铁
镁质矿物（如橄榄石、辉石、角闪石、黑云母和钛铁
矿）中，且两者分馏均不明显。 所以 Al2O3/TiO2的比

值越高则表明陆源物含量越丰富 [32]。 Al2O3/TiO2 的

不同比值范围对应着不同的物源： 就火成岩而言，
由 Poldervaart 提出的从 3 增加到 8（SiO2含量从 45
到 52wt.%），表明其为铁镁质火成岩；从 8 增加到
21（SiO2含量从 53 到 66wt.%），表明其为中性火成
岩；从 21 到 70（SiO2含量从 66 到 76wt.%），表明其
为长英质火成岩 [33]。 Girty 等[34]做了进一步的总结：
如果沉积物的母岩来自镁铁质岩， 那么沉积物的
Al2O3/TiO2＜14；而如果当沉积物的母岩来源于长英
质岩，沉积物的 Al2O3/TiO2的值在 19~28 之间。 正
常火成岩中的 SiO2 含量可以由其 Al2O3/TiO2 的比

值通过下面的等式来计算出：SiO2（wt%） = 39.34 +
1.2578 (Al2O3/TiO2) - 0.0109 (Al2O3/TiO2)2。 其中
Al2O3/TiO2比值是这些氧化物的重量比。 然而，一些
超镁铁质岩石（例如科马提岩）的 Al2O3/TiO2比值偏

离了上述趋势，它们具有比正常镁铁质岩石高得多
的 Al2O3/TiO2比值。 因此这就需要限制的前提条件
是：（1） 源区的超基性岩石的丰度较低；（2）Al2O3/
TiO2的比值在源岩的风化作用和碎屑沉积物的运

输、沉积和成岩作用期间没有明显的变化。 该指标

已经被广泛运用，如范翔等利用该方法和其他指标
判断出淮南泥质岩的母岩以长英质为主，少量含铁
镁质岩石[35]；Song 等证明了老黑山盆地下白垩统穆
棱组 K1ml2样品来自于长英质和中性火成岩[22]。

在风化作用中提及的 A-CN-K 三角图不仅可
以判断沉积物的风化作用，同时也是判断沉积岩物
源的方法之一[9]。 在 A-CN-K 三角图中，许多风化
样品会呈现出一条与 A-CN 连接线近似平行的趋
势线。 当没有 K 的交代作用时，该条线性趋势线会
与长石连接线交于一点，该点代表了源岩中的钾长
石和斜长石的比例，这个比例可以用来很好地指示
源岩的类型。 当存在 K 的交代作用时，它们通常会
偏离理想风化趋势线。但该条趋势线与长石连接线
的交点可能表示的是源岩的组成。因为随着主粘土
物质量的减少， 粘土中的 K 元素添加物的量必然
会降低。 如图 2，Yang 等利用 A-CN-K 进行了准噶
尔盆地的石炭纪沉积岩的物源判断[16]，图中 LCR 落
点于辉长岩（1）-花岗闪长岩（3）的趋势间，而 UCR
样品则与花岗闪长岩（3）-花岗岩（4）的风化趋势平
行。 这表明 LCR 来源于基性-中性岩石。 根据地球
化学分析，UCR 只经历了轻微的 K 交代作用，可能
来自长英质-中性源岩。除此之外，还有 Huang 等利
用 A-CN-K 三角图证明了下江群的物源接近于英
云闪长岩而不是花岗闪长岩，和长安、富禄和南沱
组的物源均匀接近花岗闪长岩 [36]；赵英利等利用此
方法指示了大兴安岭中南段二叠纪两组砂岩物源

区母岩应以具英云闪长岩和花岗闪长岩等岛弧性

质的岩浆岩系列为主[37]。
Roser 和 Korsch 选择了来自新西兰杂砂岩岩

层的砂岩和泥岩进行研究[38]，它们代表了四个不同
的物源组，分别是：P1—铁镁质（首次循环的玄武岩
和较少的安山质碎屑岩）；P2—中性（主要是安山质
碎屑岩）；P3—长英质 （酸性深成岩和火山碎屑岩）
和 P4———再循环（成熟的多环石英碎屑岩）。 由于
物源不同，各物源组之间会进行主量元素成分的对
比。 随着岩石的演化 （P1-P3） 和沉积岩的成熟
（P4），从 P1 到 P4：SiO2/Al2O3和 K2O/Na2O 的比值增
加，Fe2O3

T+MgO 值降低。 某部分的氧化物或比值变
化图对每个物源是区分开来的，但是由于大量成分
变化随着晶粒尺寸的减小而出现相当大的重叠（如
图 3）。

因而 Roser 和 Korsch[38]提出了非标准判别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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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A-CN-K三角判别图：正方形代表了中西部地中海阿尔卑斯山脉的中生代砂岩样品（修改自[15]），十字架代表了准噶尔

盆地的石炭纪沉积岩样品（红色—LCR，蓝色—UCR；修改自[16]）；黑色虚线箭头表示不同火成岩的风化趋势；1-辉长岩，2-

石英闪长岩，3-花岗闪长岩，4-花岗岩。

Fig. 2 Ternary A–CN–K plot of the sandstone samples. The squares represent the Mesozoic sandstone from Western-Central

Mediterranean Alpine Chains (modified from [15]), and the crosses represent the Carboniferous sedimentary samples from the

Junggar Basin (red - LCR, blue – UCR; modified from [16]), and black dashed arrows indicate weathering trends for different

igneous rocks; 1-Gabbro, 2- Tonalite, 3-Granodiorite, 4-Granite.

图3 新西兰四个物源组的氧化物比值变化图（修改自[38]），标志：正方形=P1，五角星=P2，圆形=P3和三角形=P4.空心为泥

岩样品，实心为砂岩样品.A、D、R和G分别代表安山岩，英安岩，流纹岩和花岗岩的平均成分.

Fig.3 The oxide ratios variation diagrams for New Zealand sediments from the four provenance groups (modified from [38]).

Symbols: squares=P1; pentagrams=P2; circles = P3; triangles = P4. Open symbols are argillites, filled sands. A, D, R and G are

average compositions of andesite, dacite, rhyolite and granite,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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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新西兰沉积物的DF判别公式分类图（n=248，修改自[38]）.标志：正方形=P1，五角星=P2，圆形=P3和三角形=P4。 空心为泥

岩样品，实心为砂岩样品.B、A、D、R、RH和G分别为玄武岩，安山岩，英安岩，方英石，流纹岩和花岗岩的平均成分.

Fig. 4 Classification plot of function 1 (F1) and function2 (F2) for the New Zealand sediments (n=248, modified from [38]). Open

symbols are argillites, filled greywackes. Squares=P1; pentagrams=P2; circles=P3; triangles=P4. B, A, D, R, RH and G are

average compositions of basalt, andesite, dacite, rhyodacite, rhyolite and granite, respectively.

（Discriminant function，简称 DF）。 通过使用 Al2O3、
TiO2、Fe2O3、MgO、CaO、Na2O 和 K2O 的判别函数分
析，几乎消除了这种重叠，并且这两个公式可以将
四组物源进行有效的分离（如图 4）。 该判别函数的
公式是基于许多稳定和易移动元素的氧化物浓度。
计算公式如下：

DF1 =（-1.773 ×TiO2% ） +（0.607 ×Al2O3% ） +
（0.76×Fe2O3

T% ）+（-1.5×MgO% ）+（0.616×CaO% ）+
（0.509×Na2O%）+（-1.22×K2O%）+（-9.09）；

DF2=（0.445×TiO2%）+（0.07×Al2O3%）+（-0.25×
Fe2O3

T% ） +（-1.142 ×MgO% ） +（0.432 ×Na2O% ） +
（1.426×K2O%）+（-6.861）。

该方程同样用澳大利亚、太平洋边缘和新西兰
其他的沉积岩层等样品数据进行检验（如图 5），其
结果表明这种判别函数方法均是可行的，且在很大
程度上确保了物源判别与颗粒大小无关。不过该方
法只适用于缺乏显著生物成分的岩石，或者适用于
那些可以对生物成分的输入进行校正的岩石。并且
是在构造背景已知的前提条件下，才能对沉积物的
物源进行定性判断[39]。

研究区域样品的非标准判别函数得分将会绘

制在判别图的铁镁质（P1）、中性（P2）、长英质火成
岩（P3）和石英沉积物源（P4）四个区域中，所落区域
即为该沉积物的物源。 该方法已经得到广泛运用，
比如 Pandey 和 Parcha 利用函数判别图判别出印度
斯皮蒂盆地的晚寒武纪沉积物的样品主要位于石

英岩沉积物源区， 少数为长英质火成物源 [40]；Na-
garajan 等判断出婆罗洲西北部新第三纪的 Lambir
和 Sibuti 组碎屑沉积物来源于石英沉积物源[41]。

3微量和稀土元素

3.1风化与分选作用
判别沉积物的风化作用除了上述的主量元素

方法外，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判别方法。McLennan 提
出了 Th/U 与 U 的判别图[2]（图 6a）。 Th 元素几乎不
溶且稳定。相对于 Th 元素，U 元素更容易在风化和
再循环作用中移动。 在大多数情况下，氧化条件下
的风化和沉积循环作用通常会导致 U4+氧化成 U6+，
U6+更易溶解。 在沉降过程中 U 元素的溶解和流失，
从而提高了 Th/U 比值， 尤其是对于重矿物不太可
能成为复杂成分的页岩。 所以，Th/U 比值被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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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化和沉积物再循环作用的很好指标。 Th/U 的比
值大于 3 通常表示受风化的影响， 而 Th/U 的比值
小于 3则需要根据物源来解释[42-43]。 上地壳岩石的
Th/U 的比值平均大约为 3.8，在地幔衍生的火山岩
中 Th/U的比值通常较低[1]。

如图 6a 所示， 中国北山二叠纪浊积岩的柳园
样品的 Th/U 比值低于 UCC 值，而黑山口样品则超
过 UCC值，且分布在风化趋势线两侧。 这表明了柳
园砂岩来源于风化程度较低的源岩，而黑山口砂岩
遭受了风化作用的影响[44]。

沉积岩除了受到风化作用外，分选作用也尤为
重要。矿物分选通常倾向于以粘土矿物为代价增加

非粘土碎屑矿物的丰度，因而会改变某些元素的丰
度[45]。 沉积物的分选过程可以通过一些岩石学方法
来检验， 最直接的方法是评估沉积物的纹理成熟
度，使用特征粒度、形状以及矿物学等指标，而沉积
岩的化学成分也有助于评估沉积分选的影响。由于
许多重矿物被大多数沉积岩中微量元素所控制，因
此可以评估沉积物分选过程中重矿物浓度的作用。
McLennan 利用了 Th/Sc 与 Zr/Sc 图（图 6b）来区分
对比源区成分和沉积过程中的碎屑沉积岩的成分

变化，还有沉积物分选和再循环作用的影响 [2]。 Th/
Sc 比值可以有效地指示火成岩化学分异过程，因
为 Th 元素是典型地不相容元素，而 Sc 元素在火成

图5 沉积物序列的判别图（修改自[38]）
a：澳大利亚沉积岩.正方形=砂岩（实心=＜57% SiO2，空心=＞57% SiO2；n=10），三角形=志留纪杂砂岩和页岩，圆形=奥陶纪杂砂岩和页

岩（空心=＜70% SiO2，实心=＞70% SiO2；n=25）；b：所罗门岛和伍德拉克岛的海底沉积物：实心正方形=砂岩，空心正方形=泥岩（n=47）；c：加

利福尼亚的长石砂岩和页岩：实心圆=圣伊内斯长石砂岩，空心圆=页岩，实心三角形=索尔顿砂岩；d：阿拉斯加砂岩：实心五角星=科迪亚

克组和裂片，空心五角星=Uyak复合体。

Fig.5 Discriminant plots for sedimentary suites (modified from [38])

a. Australian sedimentary rocks: Squares= sandstones (filled = ＜ 57% Si02, open squares = ＞ 57% SiO2; n=10), triangles=Silurian and cir-

cles=Ordovician greywackes and shales (open symbols = ＜ 70% Si02, filled = ＞ 70% SiO2; n = 25).b. Sea-floor sediments from the Solomon Is-

lands and Woodlark Basin: filled squares = sands, open squares = muds (n = 47).c. Californian arkoses and shales: Filled circles=Santa Ynez

arkoses: filled circles=Santa Ynez arkoses, open circles = shales, filled triangles = Salton sands.d. Alaskan sandstones: filled pentagrams =Kodiak

Formation and Kodiak Slivers, open pentagrams = Uyak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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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风化作用的图解.（a）蓝色和红色三角形分别代表了柳园和黑山口砂岩（修改自 [44]）；（b）蓝色和红色圆形分别代表了

坦桑尼亚东北部新元古代Ikorongo群的页岩和粉砂岩（修改自[45]）.

Fig. 6 Diagram of the weathering.(a): Blue and red triangles represent the Liuyuan and Heishankou sandstones, respectively

(modified from [44]); (b): Blue and red circles represent the shale and siltstones of the Neoproterozoic Ikorongo group in

northeastern Tanzania, respectively (modified from [45]).

张学敏等：地球化学方法在化学风化作用和物源判别中的应用综述

岩系统中是典型地可共存元素。 相反地，Zr/Sc 是锆
石富集的有用指标：Zr 元素强富集在锆石中，而 Sc
元素虽不富集， 但通常保留与其他 REE 类似的物
源特征[2]。

Th/Sc 和 Zr/Sc 的比值在初始沉积循环的沉积
岩中显示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在经历强烈分选
和再循环的沉积岩中，Zr/Sc 比值大幅度增加，但
Th/Sc比值没有显著变化[25]。所以就产生了 Th/Sc 和
Zr/Sc的二维变量图中的两条趋势线（图 6b）。 若样
品的分布沿着趋势线 1 则表示沉积物直接来源于
源岩；若样品的分布沿着趋势线 2 则表示沉积物在
沉积过程中受到分选作用或者再循环作用的影响，
作用的结果是使得 Zr 元素在沉积物中优先富集。
从图中可以看出， 所有坦桑尼亚东北部新元古代
Ikorongo 群的页岩样品近乎平行的聚集在趋势线
1， 表明了样品成分的均匀性和受重矿物分选的影
响较小。另一方面，粉砂岩呈现出两种趋势，一些样
品沿着趋势 1 进行分布，这表明受矿物分选的影响
较小，另一些则沿着趋势 2 绘图，这表明沉积物再
循环和分选作用积累了重矿物[45]。

沉积物再循环作用也可以通过 Rb/Sr 比值来
判别， 这是由于风化和成岩作用会经常导致 Rb/Sr
比值的明显增加。 主要是因为 Rb+（一种大的碱性
微量元素） 比较小的 Sr2+更容易保留在粘土的交换
位置上，Rb/Sr 比值的这一主要特征为评估风化和
再循环作用提供了可能[16,19]。

沉积岩的风化作用指标同时也为源区的构造

活动和气候条件提供了有用的信息。风化程度的增
加可能意味着构造活动性的降低或气候朝温暖潮

湿条件变化[46]。
3.2物源

先前的研究显示稀土元素（REEs）、Th、Sc 和高
场度元素（HFSE）可以用于判别源区的碎屑沉积岩
成分。 因为这些元素在水中的停留时间比较短，因
而会快速转移到沉积物中，且在成岩过程中几乎不
发生元素的移动[2,47]。例如，Eu/Eu*、La/Co、La/Sc、Th/
Sc、Th/Co 和 Cr/Th 等广泛用于判断源区的物源成
分。 这是因为 REE、Th 和 La 元素在长英质火成岩
中的富集程度比在基性岩中要高， 然而，Co、Sc 和
Cr 元素在铁镁质火成岩中的含量高于长英质火成
岩和它们的风化产物[48-49]。 若来自于不同地区的总
体元素比值之间存在一些显著差异，则表明源岩在
沉积物组成上有一定的局部控制作用[44]。

就 REE 配分模式而言， 它在页岩中的分布不
仅可以用于表征源地形，还可以用于推断沉积岩的
物源。 因为基性岩含有低的 LREE/HREE 比值，且
没有 Eu 元素的异常。然而，许多硅质岩通常都含有
高的 LREE/HREE 比值和 Eu 元素的负异常。因此，
源岩的 REE 配分模式可以很好的保存在沉积岩中
[1,50]。 如果配分模式中 LREE 富集和 Eu 负异常明
显，且 HREE 相对亏损，则说明源岩中可能含有大
量的变质碎屑岩成分和相对含量较低的总矿物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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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然而其明显的 Eu 异常和较高的 LREE/HREE
比值则指示长英质物源， 其中 Eu异常通常被认为
是从源岩中继承下来的。 若 LREE/HREE 的比值较
低，且几乎没有 Eu异常，则为铁镁质岩石所具有的
特征[51]。

虽然国内外不少学者已经运用 REE 示踪沉积
物物源的方法成功研究了不同地区沉积物的物源

问题。 例如，Wani 和 Mondal 利用球粒陨石标准化
的 REE 配分模式图对印度中部巴斯塔克拉通的中
元古代和新元古代盆地沉积物的物源进行判断 [52]

（见图 7）。 数据显示 LREE富集和 Eu负异常明显，
且 HREE相对亏损，同时结合其他判断指标推断物
源的岩性为长英质岩石（片麻岩和花岗岩）；Velas-
co-Tapia 等也利用同样的方法对墨西哥东北部的
东马德雷山脉晚白垩世圣费利佩组火山灰层的物

源进行判断 [27]，结果推断其物源的岩性为长英质火
山灰；Silva 等利用 REE 地球化学分析安哥拉卡塔
比拉河粗粒和细粒沉积物的稀土元素组成和分析

沉积物的矿物成分主要控制因素 [53]；还有 Deng 等
通过分析和对比西太平洋的海水、孔隙水和深海沉
积物的稀土元素组成来推测深海沉积物稀土元素

富集的机制等[54]。 在国内，周家喜等利用 REE 地球
化学和 C、O 同位素作对比， 分析结果显示黔西北
天桥铅锌矿床热液方解石具有“多来源混合”的特
征[55]。

虽然 REE 示踪法应用非常广泛， 但是不同岩
石类型中的 REE配分模式是不一样的。 例如，泥质

岩和砂岩的 REE 配分模式是 LREE 相对富集，Eu
中度异常； 而碳酸盐岩的 REE 配分模式为 HREE
相对富集，Ce 明显异常 [56]。 同时，不同沉积物中的
REE 配分模式也是不同的，如：河流沉积物的配分
模式为 LREE 相对富集，HREE 相对亏损，Ce 和 Eu
弱异常。边缘海沉积物与河流沉积物的配分模式几
乎一致。 但是深海沉积物与边缘海沉积物截然不
同，因为它会受到陆源输入物、生物和沉积位置等
因素的影响[57]。 所以在用 REE 示踪物源时，要根据
沉积物或沉积岩的类型进行判断。

除了上述的问题以外，还需要注意沉积物的粒
级组成，就像上述提及的 Silva 等利用 REE 地球化
学分析安哥拉卡塔比拉河粗粒和细粒沉积物的稀

土元素组成和分析沉积物的矿物成分主要控制因

素[53]。 不同粒级的沉积物，其稀土元素组成及特征
也存在很大差别，主要是由于沉积物形成时伴随的
REE 分馏所造成。 在实验测量过程中，REE 测试方
法同样也会造成数据的较大差异。主要是因为有些
沉积物中含有重矿物，而 HF 溶解法等方法并没有
将其溶解完全，哪怕是微小的重矿物损失也会造成
巨大差异。所以在实验测量过程中和实验数据检验
中需要严格把关[58]。

除了 REE 配分模式之外， 还有一些判别图解
被用于物源判别。例如 Floyd 和 Leveridge 根据多方
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59]，最后建立了 La/Th vs
Hf 判别图，以此来确定不同的沉积物源。 这一方法
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比如老黑山盆地早白垩穆棱

图7 印度中部巴斯塔克拉通的中元古代和新元古代盆地沉积物的REE配分模式图（修改自[52]）.蓝色线段为非钙质页岩，黑

色线段为钙质页岩.

Fig. 7 Chondrite-normalized REE patterns of the sediments in the Mesoproterozoic - Neoproterozoic basins of the Bastar carton

(modified from [52]). Blue—noncalcareous, black—calcare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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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样品显示出相对较低的 La/Th 比值 （＜5.0）和
Hf 含量（3.04-11.1，平均值为 5.94），表明它们可能
来源于长英质和中性源岩[22]（图 8a）。 另外，Gu 建立
了 Co/Th vs La/Sc 判别图 [60]（图 8b），该图可以反映
某些沉积物的岩石大类成因特征。例如西藏羌塘盆
地早二叠纪展金组的细碎屑沉积岩的 La/Sc 的比
值一般小于 2，Co/Th 比值集中在 1-10 之间， 样品
集中在玄武岩和安山岩区域[25]。

4同位素年代学方法

近年来，除了元素地球化学在物源分析中的广
泛运用外，同位素测年技术因为其独特的优势也得
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青睐，本文主要介绍了运用相对
较多的 U-Pb 定年、Sm-Nd 同位素定年和裂变径迹
法三种方法的原理和优缺点，以便大家有针对性的
选择合适的测年方法进行物源判别。
4.1 U-Pb定年

大多数岩石中都富含有 U、Th 和少量的初始
普通 Pb， 且多具有抗物理化学风化作用能力强的
特点，这就产生了如今岩石中大量分布的可研究的
U-Pb 体系[47]。 U-Pb 定年的测年结果精确度高，且
可采用的样品多。 除了运用在最常用的锆石外，还
可以运用在独居石、磷灰石、磷钇矿、榍石、金红石、
斜锆石、褐帘石和钙钛矿等矿物中 [61]。 该方法是以
放射性衰变定律为理论基础：Pb 在自然界中存在
四种稳定同位素， 分别是 204Pb、206Pb、207Pb 和 208Pb，
其中 206Pb、207Pb 和 208Pb 可以分别通过 238U、235U 和

232U 发生一系列 α 衰变和 β 衰变而产生 （238U→
206Pb， 半衰期为 4.47Ga；235U→207Pb， 半衰期为
0.70Ga；232Th→208Pb，半衰期为 14.01Ga）[62]。 在封闭
体系中，若衰变反应处于长期平衡的状态下，即对
于母体和中间子体产物必须满足：

N1 λ1=N2 λ2=N3 λ3=… [1]
[N1 ]=[N2 ]=[N3 ]=… [2]
（其中，N1 是母体同位素 1 的摩尔数，λ1 是它

的衰变常数。 等式 2 是将其写成通用的命名法。 ）
这三个各自独立的衰变体系就会存在以下三

个测年方程：
206Pb
204Pb( )= 206Pb

204Pb( )0+ 238Pb
204Pb( )(eλ238t-1) [3]

207Pb
204Pb( )= 207Pb

204Pb( )0+ 235Pb
204Pb( )(eλ235t-1) [4]

208Pb
204Pb( )= 208Pb

204Pb( )0+ 232Pb
204Pb( )(eλ232t-1) [5]

（其中，当体系封闭时，下标 0 遵循 Pb 的同位
素组成比例（例如，矿物结晶），t 是自体系封闭以来
的时间，λ238、λ235 和 λ232 是 238U、235U 和 232Th 的衰变
常数。 ）

联立（3）和（4）可以得到：
207Pb
204Pb( )- 207Pb

204Pb( )0
206Pb
204Pb( )- 206Pb

204Pb( )0 =
235Pb
235U( )(eλ235t-1)(eλ238t-1)

=
207Pb
206Pb( )* [6]

（其中，* 代表放射成因 207Pb/206Pb 的比值，地球
和月球陨石样品中的 235U/238U=1/137.88。 ）

图8 物源的微量元素图解.（a）老黑山盆地的K1ml2样品的Hf vs. La/Th图（修改自[22]）；（b）展金组沉积岩的La/Sc vs. Co/Th图

（修改自[25]）

Fig. 8 Diagram of trace elements for the provenance. (a)Hf vs. La/Th plot for the K1ml2 samples in the Laoheishan basin

(modified from[22]); (b)La/Sc versus. Co/Th plot for Zhanjin Formation sedimentary rocks (modified from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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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中，一般只需要测出最关键的三个同位
素比值：206Pb/238U、206Pb/207Pb 和 206Pb/204Pb，即可以求
得年龄。需要注意的是，由于 Th浓度低且 Pb/Th 体
系可能和 Pb/U 体系存在解耦现象， 所以一般不推
荐使用 208Pb/232Th。 对于 207Pb/235U的比值，只需要利
用 206Pb/238U 和 206Pb/207Pb 测量结果和计算公式就可
以准确地计算出，公式为：

((238U/235U))/((207Pb/235U) )=(206Pb/238U)/(206Pb/207Pb)×
137.82

而 206Pb/204Pb 常被用来校正 206Pb/238U 和 206Pb/
207Pb中开始结晶时初始 Pb的量， 所以通常需要直
接测定[61]。 在系统封闭条件下，这三个年龄值在误
差范围内是相一致的，任何一个都可以代表矿物形
成的年龄，这也是 U-Pb最突出的优点之一[63]。

U-Pb定年通过碎屑矿物的年龄与潜在源区岩
层的年龄进行比对， 从而确定最终沉积物的源区。
例如， 杨甫利用锆石 U-Pb 定年分析方法得出，鄂
尔多斯盆地西南缘上奥陶统平凉组碎屑岩来源复

杂，具有明显的多源性，主要来自于北秦岭造山带，
祁连造山带和华北板块基底 [64]（如图 9）；Rodrigues
等利用 U-Pb 定年法得出新元古代巴西利亚带的
瓦赞蒂群来自不同的物源，但古元古代和中元古代
地区构成了原始沉积物的主要来源 [65]；Caxito 等利
用 U-Pb 定年证明了位于巴西东北部的西北圣弗
朗西斯科克拉通边缘福莫萨组是新元古代褶皱带

基底的一部分，来源于北部的皮奥伊州克里斯塔兰
迪亚复合体（太古宙/古元古代）[66]。

目前，U-Pb 定年运用的技术方法主要有三种
[63]：（1）同位素稀释—热电离质谱法（ID-TIMS）：该
方法是目前最为精确可靠，且适用年龄范围最为广
泛。 其缺点是对于锆石类矿物样品，该方法无法进
行矿物微区的原位 U-Pb同位素年龄测定。 但是并
不影响大多数非锆石类矿物的同位素年龄测定的

准确性。 （2）二次离子质谱法（SIMS）：对于上述ID-
TIMS 的缺点，该方法完全可以弥补，能够准确对矿
物微区的原位 U-Pb 同位素年龄进行测定，但是某
些非锆石类含铀矿物的 206Pb/238U 和 207Pb/235U 表面
年龄的测定结果的精确度不是很高，如，寒武纪之
后的矿物的 U-Pb 同位素年龄并不是很精确。 （3）
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LA-ICPMS）：
和 SIMS一样，同样可以进行矿物微区的原位 U-Pb
同位素测年，且具有适用年龄较为广泛的优点。 不

过，目前只能对粒度较大和 U-Pb 含量较高的矿物
进行精确测年[63]。 除了技术的局限性外，还由于 U-
Pb 体系很容易受到后期地质作用影响， 所以在研
究物源时往往要将 U-Pb 定年与其他方法结合分
析[67]。 Reimann Zumsprekel 等在研究南美冈瓦纳大
陆边缘大量硅质碎屑的物源时就因为锆石样品中

初始 Pb 含量过高导致定年结果不准确， 因而运用
了多种方法相结合来进一步分析物源[68]。
4.2 Sm-Nd同位素定年

因为 Sm 和 Nd 的分馏常常伴随着幔源地壳熔
融，所以 Sm/Nd 和 143Nd/144Nd 常被用来确定地壳存
留时间，以及沉积母岩刚从地幔中分离出来的时间
（Sm-Nd 的模式年龄）[69-70]。 由于碎屑沉积物的母岩
会在不同时间从幔源中分离出来，这就产生了不同
的 Nd 同位素模式年龄。 如果一个地层的模式年龄
变化比较大，可能是不同年代的源岩的不完全混合
作用所导致的。 另外，如果碎屑沉积物质的模式年
龄和沉积年龄接近，说明这些碎屑沉积物可能是由
刚形成的新鲜陆壳或者是刚沉积的地层经过风化

剥蚀搬运形成。
碎屑沉积物基本上都是暴露在海平面以上的

地表岩浆岩、变质岩，以及较老的沉积岩机械破碎
的产物。 前人的研究告诉我们，陆地的大部分区域
都有确定且一致的模式年龄，当这些已确定年龄的
陆壳被风化侵蚀时， 破碎的产物会被河流搬运沉

图9 鄂尔多斯盆地西南缘上奥陶统平凉组碎屑锆石U-Pb年

龄的频率分布直方图（修改自[64]）

Fig. 9 A frequency distribution histogram of the U-Pb dating of

detrital zircon from upper Ordovician pingliang formation in

southwest margin of the Ordos basin (modified from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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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导致堆积下来的沉积物具有和源区底层一致的
模式年龄[71]。 所以，一套沉积地层可能的物源区通
过测定 Sm-Nd 模式年龄就可以被大致圈定， 这是
一种重建沉积盆地历史的有效手段 。 Nelson 和
DePaolo通过研究一个较小的沉积盆地成功地验证
了这个方法（如图 10）[71]。研究中，通过 Sm-Nd 法指
示的几个可能的物源区，再通过岩相学方法进行分
析，呈现的结果是相一致的。 但是 εNd 还指示了一
个不符合岩相学指标的可能物源区。这是因为岩相
学分析方法一般只能推测出主要物源， 而 Sm-Nd
同位素分析方法不仅可以推测出主要物源，还可以
指示出地层中含少量成分的其他可能物源，这说明
Sm-Nd 法在分析少量样品的物源上比其他方法更
加精确[71]。

目前，该方法已被广泛应用，如陈志华等对北
冰洋西部表层沉积物样品进行了 Sm-Nd 同位素分
析，指示该区沉积物具有东部，西部，南部，北部多
个物源区， 且出现了南北源和西南源混合的现象
（如图 11）[72]；Sorokin 等利用 Sm-Nd 判断出中亚造
山带 Oldoi 地层的古生代陆生序列的碎屑物质主
要来源于前寒武纪晚期的类似花岗岩和古生代的

早期和中期的类似花岗岩和火山岩 [73]。 然而，由于
沉积物在形成之前会经历各种地质作用，比如风化
作用和搬运作用等，这些地质作用会对某些同位素
体系（如 U-Pb）产生较大的影响，从而导致最终测

定结果不准确。但是风化、搬运、成岩和变质等地质
作用过程对 Sm-Nd 体系的影响很小， 所以 Sm-Nd
体系对沉积岩适用范围较广。 但是 Sm-Nd 法无法
区分具有相同模式年龄的源区。前人研究表明大部
分大陆地壳的模式年龄都很接近，这时就需要借助
其他方法进行分析[71]。 Sm-Nd 体系存在的另一个问
题是： 如果当沉积物中副矿物的稀土元素含量较
高，会影响沉积物的 Sm-Nd 组成 [74]，所以对此需要
特别留意。
4.3 裂变径迹法

裂变径迹是指当高能带电核粒子通过绝缘晶

体时所产生的强辐射线性损伤区域，将其经过一系
列相关的化学处理后形成径迹。通过观测和统计分
析径迹的密度和长度等的分布，就可以从中提取出
与物源区年龄有关的信息[47,75]。 前人总结出三种被
广泛认可的裂变径迹模型：第一种是带电粒子与原
子发生碰撞，移走了原子的电子，并将其取代，产生
了一个富集正离子的狭窄区域，这些正离子互相排
斥进入粒子间隙，形成晶格缺损[76]。 第二种模型认
为，快速移动的裂变碎片沿着其自身的移动轨迹产
生了巨大的热量，带电离子通过后，因为热量向相
邻晶格扩散损失，轨迹核心发生淬火，晶格变成无
序状态，裂变径迹形成[77]。 第三种模型则是上述两
种机制共同作用所产生的裂变径迹[78]。

与常用的同位素定年方法不同的是，裂变径迹

图10 新墨西哥州第三纪盆地沉积物岩相学vs εNd指标

（修改自[71]）

Fig.10. εNd vs petrographic indicator for sediments from a

Tertiary basin in New Mexico (modified from [71]).

图11 c（147Sm）/c（144Nd）—εNd（0）关系图与物源识别（修改

自[72]）

Fig.11. Diagram of the c（147Sm）/c（144Nd）—εNd（0）for the

source identification (modified from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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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最后需要利用的衰变产物不是子体核素而是自

发裂变径迹。 如果已知 238U 自发裂变的衰变速率
（衰变常数 λF）、U 的浓度和裂变径迹的量，根据公
式即可计算出年龄[79]。 公式如下：

Fs=(λf/λα )×238U×(eλαt-1)
裂变径迹记录的是矿物冷却至低于径迹可以

保存下来的封闭温度以后的时间，当沉积物没有受
到矿物封闭温度的影响（一般低于封闭温度几百摄
氏度即可） 和可能的沉积物源区年龄明显不同时，
沉积岩中含 U 矿物的裂变径迹年龄就可以帮助我
们确定源岩[80]，因而裂变径迹是研究沉积物源的有
效手段。该方法在沉积物定年，确定沉积物抬升，沉
降掩埋，以及成岩等沉积历史事件方面有着广泛的
应用。如，Lin等利用碎屑磷灰石裂变径迹定年确定
了苏北盆地新生代地层的沉积物源，结果显示地层
抬升导致沉积物源发生了显著变化 [81]；宋春彦等对
采自秃顶梁剖面的藏夏河组的两件砂岩（S24-1 和
S24-7） 进行了锆石裂变径迹分析藏夏河组的物源
可能形成于晚二叠世-中三叠世早期， 主要以长英
质火成岩为主（图 12）[82]。

裂变径迹法研究物源的优点是：对单矿物颗粒
和多矿物颗粒均可以进行定年， 通常只需选用榍
石、磷灰石和锆石等副矿物即可 [74]。 缺点首先是很
难准确对裂变径迹进行计数，其次是沉积物埋藏后
发生退火作用会除掉部分裂变径迹记录和重矿物

的测试结果并不能指示源区 [79]，这还需今后对此做
一步的改进和研究。

5结论和展望

本文系统总结了主量元素、 微量和稀土元素、

以及同位素方法在化学风化和物源判别中的应用。
其中主量元素的指标主要有 Al2O3/TiO2比值、 非标
准判别函数（DF）、化学变异指数（CIA）、成分变异
指数（ICV）、斜长石蚀变指数（PIA）、化学风化指数
（CIW 和 CIW’）和 A-CN-K 三角图等。 微量和稀土
元素的指标主要有 REE 配分模式，Eu/Eu*、Zr/Th、
La/Sc、La/Th、Th/Sc、Th/Co、Cr/Th、Rb/Sr 比值， 以及
Th/U vs U、Th/Sc vs Zr/Sc、La/Th vs Hf、Co/Th vs La/
Sc 和 La-Th-Sc 等判别图解。 同位素方法主要有
U-Pb 定年、Sm-Nd 同位素定年和裂变径迹法三种
方法。我们详细介绍了这些方法的原理及其各自的
优缺点。

通过总结我们发现上述提及的各种化学指标

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和广阔的研究空间。但是由于
沉积物会随着沉积作用和沉积环境等不同地质过

程的演变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其复杂性决定了某
些指标或者图解没有一个明确的特定情况下的适

用范围和局限性。这就需要我们在具体的研究中根
据研究区域的具体情况选取合适的研究方法，并采
用多种方法进行相互验证和相互补充，从而避免曲
解甚至得出错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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